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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财政视角看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党领导下的财政实践与思想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吴周筠

摘  要：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政通过健全财政制度有效配置资源，在安排支

出中优先保障军需，在组织收入中注重自给自足，从而实现了“在短时间内筹集适度规模的资源并最有效地

分配和使用”的目标。其蕴含的财政理念可为当下深化新时代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提供一定的

思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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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战时财政”

的特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财政按照“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总方针的要求，积极动

员各阶层发展经济、保障军需供给，

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体

现出“战时财政”的三方面特性 ：

（一）党管财政、集中领导，有

效率配置资源

战争会耗费大量资源，战时财

政动员潜力是否能转化为保障战争

的经济实力，需要有相应的财政转

化机制推动，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因素 ：

一是党的领导是先决条件。陕

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党对

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领导，中央书

记处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

会，统一集中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

题和批准党、政、军三方面预决算。

经济基础差且处于被分割、被包围

状态的根据地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才能实现最具效能的资源配置，

以满足战时需要。

二是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是根

本保障。全面抗战前，自收自用导

致财力分散、苦乐不均，影响资源

有效配置，甚至出现浪费和贪污腐

败现象。在《统一财政问题》通令关

于“财政统一不许再有自收自用”的

部署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步制定

并完善预决算、税收、会计、审计等

相关制度，实行通盘计划、统筹统

支的财政管理模式，推动各根据地

按照相同的财政制度和收支标准开

展财政工作与经济活动。

三是统筹“量入为出”与“量

出为入”。相较于土地革命时期，此

时的财政制度建设较为成熟，孕育

了早期的财政平衡思想。林伯渠在

1939年、1941年所作的两次《边区

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指出 ：“政府

的支出束缚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

“边区的财政量入为出，也量出为

入”，充分体现了党对财政平衡原则

认识和把握能力的转变。对“量入为

出”与“量出为入”的把握，是对财

政可持续性的充分考量，是引领各

根据地走出“没有衣穿，没有油吃，

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极

端困境的关键因素。

（二）明确责任、优先军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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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财政支出的合法性

抗战时期的红色政权多集中在

经济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的农

村地区，这些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

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有限的资源

需要分配在支持战争、经济建设与

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在安排支出

时需要具有全局观念，具体表现在

三方面 ：

一是明确保障战争供给的支出

责任。毛泽东同志指出 ：“陕甘宁边

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

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

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

这一论断反映了当时财政承担“保

证部队供给、支持革命战争”的支出

责任，围绕其统筹配置资源。

二是支出以军费为主，兼顾经

济建设。军费支出是财政支出结构

的主体。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

1940年军费支出均占当年财政总支

出的50%以上。1941年后，由于开展

大生产运动，部队实行部分生产自

给，军费支出有所下降，但军费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在大部分年份仍

居于首位。同时，经济建设支出数量

和比重都不断上升。在“生产自给”

的号召下，开始划拨一定资金支持

经济发展。1937—1938年边区经济

建设支出仅占4.3%，1939年跃升至

16.75%，后续多数年份经济建设支出

占比仅次于军费。经济建设支出是

为了投入建设后实现军事物资自给

自足，本质上也是为了满足军需。

三是以全方位的机制管控确保

财政支出的合法性。战时财政收支

矛盾突出，更有必要通过机制管控

加以约束。一方面建立并完善预决

算制度，抑制贪污腐败现象滋生蔓

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预决算采用

边区政府和县政府两个层级的编制

结构，而且规范了编制内容、编制

程序、审查批准等。根据《陕甘宁边

区暂行预算章程》，公营经济、救国

公粮和税赋征收、各项费用支出都

需要严格按照编制的预算执行，在

出现重大事项变故时须经财政厅和

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变

更。另一方面建立审计制度，堵住

收付漏洞。建立边区、区、村、镇各

级监察委员会，在部队也组建了较

为完整的审计工作体系，对政府和

部队的经费进行审核，对财政预决

算和收支进行监督。这些对于财政

管理和财经纪律建设的早期探索，

其实质是确保财政支出与支出责任

相适配、服务于革命政权需要，从

而具备合法性。

（三）自给自足、以税为主，通

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党领导下的财政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全力争取财政自主，具体

表现为 ：

一是从依赖外援到取之于己与

取之于民相结合。抗战初期的财政

收入主要来源于没收敌伪财产以及

国民党政府经费、国内外爱国人士

援助，1937—1940年外援占比过半。

抗战中后期一方面取之于民，收入

以税收为主，没收、募捐、外援、公

债、救国公粮等非税收入作为补充；

另一方面取之于己，各根据地通过

领导军民开展创造性的大生产运动

以达到自给自足。1943年，部队、机

关、学校全年自给生产部分占开支

的64%，中直、军直、边区系统自给

占比最高达105%。其中，三五九旅

在南泥湾开荒屯田产粮2万石，不

仅所有开支实现了自足，还向陕甘

宁边区政府上交公粮近万石，真正

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据时

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

所言 ：“自1941年以来……边区财

政支出通过税收取之于民者不及半

数，大部分都是由机关、学校、部队

通过生产自给来解决的。”

二是建立并完善累进税制，使

税收成为支柱性财政收入。抗战初

期实行“休养民力”的政策,税负很

低，甚至存在无税地区。皖南事变

后，陕甘宁边区开始征收农业税、

工商税等主体税种。自此，虽然各

种非税收入同时存在并发挥平衡财

政供需的作用，但合法、稳定和可

持续的税收是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

支柱。这一时期以废除苛捐杂税为

主，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

在农业税上，由救国公粮的分配税

改为定率税，征收标准由临时收入

量改为土地常年产量 ；在工商税

上，根据商品买卖的流转额征收流

转税，如货物税、营业税、盐税等，

发挥税收对商品流通的调节作用。

当时的征税体现出以阶级划分税负

差异、各阶层量能负担的特征。在

“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

均须负担国家赋税”的基础上，按照

“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

的方针向地主、工商业资本家、富

农、农民等各阶层征税。

三是通过发展经济扩大财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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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克服财政困难。毛泽东同志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未

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

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

充裕的”，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在这

一方针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以

农业为主、工商业等各项生产事业

全面发展的大生产运动，统筹发展

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此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收入主要为税收、生产自给和贸易

公司收入，后两者都属于公营经济

的收入，而税收则在发展私营经济

后有了更稳定的税源。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 ：“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

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

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

民取得税收”。

以人民财政服务人民战争的现实

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

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是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

广泛发动人民的人民战争。抗战时

期的财政在服务这场人民战争中蕴

含着超越战时框架的普遍性规律，

即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必然也必须体

现人民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财

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保障。党管财

政是抗战时期财政工作最鲜明的特

点。它能最大程度保证资源配置效

率的根源在于 ：党领导下的财政服

务于最广大人民的迫切需求和根本

利益。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不

同，但财政服务于党的任务却是一

以贯之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战时

财政”保障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

财政”为稳固和发展新中国夯实基

础 ；在改革开放时期，“公共财政”

为市场化改革开辟道路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财政”

则为国家治理发挥基础性和重要支

柱作用。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不

局限于“战时财政”的普遍性规律 ：

不同时期财政所服务的党的任务，

都体现了人民的迫切需求和根本利

益。这是由马克思政党的本质决定

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财政服务于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服务于人民。因此，党的统

一集中领导是财政为人民服务、汇

聚民心民力的根本保证。

二是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是筹

集资源的不竭动力。毛泽东同志充

分肯定了抗战时期人民在资源配置

中的主体性地位，指出“不要忘记

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他主张

要“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

且使所得大于所失”。这一主张的实

质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调动人民的

积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税

收制度一方面通过“使各阶层都有

负担”，调动了包括工人、农民、城

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

内的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

通过“使各阶层人民的纳税符合于

其现有的财产或所得数量”，避免了

对人民生活和经济能力的“竭泽而

渔”。这种“量能负担”的思想与三

大战役时“向地主富农借，再向中农

借，不得已时向贫农借”的筹粮原

则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上都是辩

证认识人民的集体性与个体性，注

重负担的均衡分配，通过创造环境

与条件保护人民的个体利益，引导、

发挥人民的积极性，进而实现集体

配置资源的共同目标。

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分配资

源的重要前提，也是财政持续服务

人民的有效保证。《陕甘宁边区简政

实施纲要》中所要求的“不急之务

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

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充分体

现了资源配置中的两方面要求 ：一

是将财政资源用于人民的急务是对

公平的要求。“急务和急用”的判断

标准是“是否为人民所急”，党领导

下的财政天然具备了将资源优先用

于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属性。二是将

财政资源用得合理经济是对效率的

要求。用得合理经济既非“取之如

锱铢，用之如泥沙”，也非一味缩减

必不可少的开支。抗战中后期，中

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厉行节约、实

行精兵简政，缩减行政开支 ；另一

方面又积极发展生产和组织财政收

入。这与后来毛泽东同志要求解放

区的财政工作须遵循“生产与节约

并重”原则，以及当前党政机关带头

过“紧日子”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的理念一致。其本质都是通过“量入

制出”、“量出制入”加强财政科学管

理，既追求实现预算年度内收支数

量的平衡，更要保障财政能够持续

满足人民最迫切的公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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